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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回国后，洪谦便以极大的热情向国人介绍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他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写出的一系列文章对当时还算活跃并颇具创造力的中国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使得当时一些重要的哲学家不能不重视该学派的思想（特别是其拒斥形而上学的极端立场），并依某种方式对其作出回应。比如，当时正处于创造高峰期的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新理学”哲学体系中就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对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作出了回应。
　　维也纳学派断言，传统形而上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们都企图仅凭理性推理就对事实做出积极的——即非空洞的而是有内容的——解释，所以提出了一些不可证实的综合命题，并最终陷入无意义的胡说的境地。冯友兰承认，维也纳学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将它们“取消掉”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他声称，除传统形式的形而上学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这就是他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他又将其称为“真正底形而上学”、“最哲学底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是维也纳学派的批评所无法“取消”的。那么，冯氏所坚信的这种“真正底形而上学”、“最哲学底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它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区别何在？对这个问题，冯友兰在其“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按照他的解释，他的“真正底形而上学”、“最哲学底形而上学”旨在对所有事实（即实际）做形式的解释，它采取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通过此种方法所得到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它们对于实际均无所肯定，无所建立。下面是冯氏“新理学”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四组主要命题。
　　第一组主要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简言之，“有物必有则”。
第二组主要命题为：事物都必存在；能存在原事物必都有其所以能存在者。简言之，“有理必有气”。
第三组主要命题为：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简言之，“无极而太极”。
第四组主要命题为：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简言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冯氏认为，尽管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对实际都无所肯定，无所建立，但它们却“谈到了”实际，并力图给其以“形式的”解释，所以它们与逻辑命题完全不同，因为后者根本没有说到实际，更不企图给其以任何解释。另外，由于真正的形而上学，一方面以事实之全体为对象，另一方面又只是对事实做“形式的”解释，所以它又完全不同于科学，因为科学只是解释某一类事实，而且它们给出的解释是积极的而非形式的。
冯氏宣称，真正的形而上学是而且必须是一片“空灵”：它对于一切事实做形式的解释，因其解释是形式的、无内容的，所以是“空”的；因其解释对于一切事实无不适用于，所以是“灵”的。这种形而上学虽不能予人以积极的知识，但可使人于实际有一种了解，这种了解是不着边际的。由此种了解，宇宙人生，对于有此种了解的人即有一种意义。此种意义即构成人的一种境界，即所谓“天地境界”。
最后，冯氏断言，由于他的“真正底的形而上学”命题不对事实做积极的（即有内容的）解释，对事实无所肯定、无所断言，不是综合命题，而是分析命题（形式命题），所以维也纳学派所谓的意义证实标准不适用于它们；但它们又不同于逻辑之类的分析命题，又谈到了实际并力图对其做出（形式的）解释，所以还是具有意义的，因而取消不了。
对冯友兰的这种观点，洪谦进行了坚决的批评。
第一，洪谦指出，冯氏某种程度上误解了维也纳学派关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实际上，维也纳学派并不是想“取消”形而上学，他们只是想将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活动范围加以指示，在哲学中的真正位置加以确定。
第二，冯氏承认，他所谓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尽管不同于逻辑命题，但它们是逻辑命题的特例，和逻辑命题一样，也是同语反复式。既然如此，它们也就不可能对实际有所解释——所谓形式的解释根本就不是什么解释。
第三，冯氏认为，他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能为宇宙人生提供意义，但洪谦认为不然。我们从诸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是自由的”之类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中可以得到在理想上的许多丰富的感觉，优美的境界，得到许多满足和安慰。但是，如果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命题果真如他所言都是分析命题，是同语反复式，那么我们从其中不仅无有如此的感觉境界、满足和安慰，甚至于似乎有点儿“无动于衷”之感。

不过，在笔者看来，冯氏形而上学命题中的大部分决不是什么分析命题或同语反复式，而是关于世界的积极的断言。它们中的一些不可证实也不可否证，因此没有意义；另一些虽可证实虽可否证，但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命题。
按照冯友兰的理解，在天地境界中的人的最高的造诣是，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个部分，而且自同于大全。他将这样的境界称为“同天境界”。同天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里所谓“天”，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物质之天，也不是指通常所谓神或上帝，而是指所有存在物的总和。也就是说，“天”为“万有之总名”。
显然，任何一个人，作为一个经验个体或主体，均是这样的天中的一个份子。作为天之一个份子，一个人如何能够同于天本身？从逻辑上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冯友兰的论证，这完全是可能的。下面我们将其核心论证引述如下，以备分析。

人的肉体，七尺之躯，诚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心，虽然亦是宇宙的一部分，但是其思之所及，则不限于宇宙的一部分。人的心能作理智底总括，能将所有底有，总括思之。如此思即有宇宙或大全的观念。由如此思而知有大全。即知有大全，又知大全不可思……。知有大全，则似乎如在大全之外，只见大全，而不见其中底部分。知大全不可思，则知其自己亦在大全之中。知其自己亦在大全中，而又只见大全，不见其中底部分，则可自觉其自同于大全。自同于大全，不是物质上底一种变化。而是精神上底一种境界。所以自同于大全者，其肉体虽只是大全的一部分，其心虽亦只是大全的一部分，但在精神上他可自同于大全。


关于天或大全之不可思，冯友兰论证道：

同天的境界，本是所谓神秘主义底。佛家所谓真如，道家所谓道，照他们的说法，固是不可思议底。即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所谓大全，亦是不可思议底。大全无所不包，真正是“与物无对”。但思议中底的大全，则是思议的对象，不包此思议，而是与此思议相对底。所以思议中底的大全，与大全必不相符。此即是说，对于大全底思议，必是错误底思议。所以对于大全，一涉思议，即成错误。庄子齐物论说：“即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即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郭象注说：“一即一矣，言又二之。”此所谓一者，是总一切而为一。一即总一切，则言说中之一。因其不能总此言说，所以即不是总一切之一。总一切之一，是不可言说底。此意与我们以上所说相同。


我们首先来分析冯友兰关于天或大全不可思之论证。这个论证假定了如下前提：思维主体必定处于其所思维的对象之外，不能是这样的对象的一个部分。因此，当一个主体声称自己在思考大全的时候，他和他的思考活动必定是处于大全之外的；这点说明，他所思考的东西并非是真正的大全，因为真正的大全当然包括他和他的思考活动。由于同样的话适合于任何主体，所以大全是不可思的。那么，冯友兰的这个假定成立吗？对此，回答当是否定性的。正如冯友兰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便是人有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当然是一种思考自身的活动。
而且，事实上，我们只能作为大全的一个部分而思考大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置身于大全之外来思考大全。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冯友兰关于同天的论证。这个论证可以整理如下：

（1） 借助于其思维能力，任何一个主体均可以产生所有存在物的总和或大全的观念；

（2） 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主体均可知有大全；

（3） 认识主体必定处于其所认识的对象之外，不能是这样的对象的一个部分；

（4） 所以，知有大全的主体必定处于大全之外；

（5） 处于大全之外的主体必定只知道大全，而不知道其中的部分；

（6） 任何一个主体均不能思考大全；

（7） 所以，任何一个主体均在大全之中（因为否则的话，大全便可思了）；

（8） 任何一个具有如下知识的主体均可自觉其同于大全：知道自己在大全之中，而且只知道大全，而不知道其中的部分；

（9） 对于任何具备正常的思维能力的主体来说，上面的论证均适用，所以任何这样的主体均可自觉其同于大全。

在我看来，上述论证不能成立。

其一，（3）不成立。

其二，即使假定（3）成立，进而假定（4）也成立，那么（5）也无法成立。

其三，为了得到（7），根本不需要（6），因为（7）不过是一个事实陈述。而且，从（6）也无法合乎逻辑地得到（7）。

其四，（8）不能成立。因为，首先，根本不可能存在只知道有大全而不知道其中的任何部分的主体；其次，知道有大全而不知道其中的任何部分而且知道自己在大全之中的主体如何可能就是（自觉）同于大全的主体？

其五，如果冯友兰的如上论证成立，那么单纯的逻辑论证便保证了任何具备正常的思维能力的主体均可轻而易举地同于大全或天。但是，同天境界之得到显然不可能如此简单。

� 冯友兰：《新原人》（重庆：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一八九到一九0页。


� 同上，第一九二页。


� 参见上引书第十五至二二页。





